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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童心论”批判 

王雅琴 

（扬州大学 安徽经济管理学院 安徽 合肥 230051） 

[摘  要]“童心论”批判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儿童文学界的一场大规模的批判。它使五十年代以

来儿童文学理论研究中非学术性的政治批判现象达到了新的狂热程度。在对“童心论”的批判中

儿童文学的特殊性、儿童文学的题材和儿童文学观是被批判的中心，其中儿童文学观即“童心论”

被称为资产阶级的“儿童本位论”。批判在此基础上将陈伯吹的文章和作品上纲上线，是一场非正

常的文化批判。仔细审度这场批判就会发现，批判的出现既有时代背景因素，也有无法辩证看待

艺术创作中思想标准和艺术标准关系的因素，更是一场文学理论研究基础上的，对儿童中心主义、

儿童本位论理论和思想的肃清和批判。正确认识这场批判，挖掘“童心论”的实质和价值是对儿

童文学发展规律的有效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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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心论”批判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儿童文学

界的一场批判。它由批判陈伯吹先生的两篇文章《谈

儿童文学创作上的几个问题》（原载上海《文艺月报》

1956 年 6 月号）、《谈儿童文学工作中的几个问题》

（原载《儿童文学研究》1958 年 2 月号）开始，继

而批判陈伯吹的儿童文学论著《儿童文学简论》

（1959 年 4 月）和陈伯吹的儿童文学创作。上海作

协组织了专门的批判会，《文艺报》、《文汇报》、《人

民文学》、《上海文学》、《上海戏剧》、《东海》以及

《儿童文学研究》等期刊报纸上都有针对于此的直

接或间接的批判文章。对“童心论”的批判并不是

一个简单的学术现象，而是从文学研究出发、在特

定历史时期出现的文化政治化批判。它的出现“从

批判修正主义文艺思想开幕，于是而批判文学作品

中的‘人性论’，批判‘现实主义道路广阔论’，以

及‘现实主义深化论’，批判‘中间人物论’，批判

‘有益无害论’，等等。
[1]
”之所以称之为批判的一

个原因在于，作为被批判的对象陈伯吹先生在整个

过程中毫无话语权，谈不上解释和反驳。直到 1979 

年，陈伯吹发表了《“童心”与“童心论”》（后收录

《儿童文学简论》时改为《论“童心论”》）的长篇

论文；少年儿童出版社主办的《儿童文学研究》在 3

—5 辑中辟专栏，请名家讨论“童心论”，才更多的

对“童心论”的价值和意义上给予了肯定。 

一、“童心论”批判的中心 

仔细研读这场批判中的文章，就会发现，批判

者对“童心论”的批判采用的是“移花接木”的方

式，即忽视“童心论”中的真实涵义和内容，而将

批判者的观念强加于文章之上，形成了文化政治化

的批判模式和逻辑。这场批判中主要涉及到三个方

面的问题：儿童文学的本质、儿童文学的题材和儿

童文学观。 

批判中心之一：“儿童文学具有特殊性”。陈伯

吹针对当时儿童文学编辑中出现的对儿童文学和成

人文学“一视同仁”的现象提出“儿童文学是有特

殊性的”，并进行了阐释：“由于它的特定的读者对

象的关系，究竟具有它自己的特点，任何事物都有

它的特殊性，也即是特点，否则，便一般，无所区

别，也无从区分科学的领域”
[2]
。陈伯吹的这个观点

其实并不具有新意，因为就事物的本质来说，无特

点也就无区别。任何一个艺术形式，都有着其特殊

性，否则就不能成为一个独立的门类，也就无法与

其他艺术相区别。只是在这个问题上陈伯吹显然又

更进一步，试图追寻儿童文学的本质，并要求文学

工作者在创作和编辑时应尊重和重视儿童文学的特

殊性。陈伯吹指出“儿童文学的特殊性是在于具有

教育的方向性，首先是照顾儿童年龄的特征”
[3]
，并

且对当前一些同志的错误思想提出质疑“以为这无

所谓，只要写得浅些、短写，少用艰深的字眼，少

写冗长的、复杂的语句，反过来多写一些‘猫啊、

狗啊，……跳呀跳，蹦啊蹦，……’这就够了。这

样的简单化、庸俗化的理解，不仅是显得非常不够，

而且是犯了追求‘儿童化’的形式主义的错误。”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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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伯吹显然是从儿童文学本质和儿童文学技巧出发

并阐释的，却被“移花接木”到了阶级特殊性上。

批判者认为陈伯吹是通过儿童文学的理论和创作来

搞阶级特殊化，并提出阶级道路上无特殊化。这种移

花接木的实质是将意识形态强加于文学的艺术性上。 

批判中心之二：“儿童文学的题材应重视‘小题

材’和‘儿童身边日常的生活琐事’”。陈伯吹针对

当时文学界中出现的“重大题材”（革命斗争、工业

建设、农村土改等这类属于国家大事的题材）一统

天下的现状，提出“鼓励他们写学校的题材，还要

求他们写出出色的学校小说来”
[5]
，认为“也许这种

‘以小见大’的教育意义更加容易为小读者所理解

接受，更符合儿童的年龄特征”
[6]
。对此，批判者则

认为这是在将重大题材排斥在儿童文学之外，“企图

使儿童文学和当前的重大政治斗争和具有伟大社会

主义的题材相脱离、使儿童离开无产阶极的政治思

想教育，离开共产主义的方向性
[7]
”。这种批判逻辑

仍旧是采用“移花接木式”，是“题材决定论”的表

现。在当时“左”的观念指导下，批判者认为陈伯

吹主张的描写创作者身边熟悉的生活、儿童生活就

是将成人题材，也即重大题材排斥在儿童文学之外，

从而将对儿童文学题材的探讨变成了阶级意识的

“上纲上线”。正是在这种移花接木的游戏中，批判

者才会机械的认为陈伯吹赞同儿童文学只能写儿

童、只能写学校。左林在《坚持儿童文学的共产主

义方向》文中提到的“让一个孩子从工厂托儿所溜

出来到处参观”
 [8]

的例子和地质队员创作的例子就

是这种机械化认识的表现，而这恰恰就是陈伯吹所

说的公式化、概念化的例证。“作为一个从事儿童文

学的作家，写学校小说就只限于写学校，写人物就

只限于写儿童，如果这不是犯了庸俗社会学或者烦

琐哲学的错误，就是没有真正在实际生活中观察儿

童生活，而只是从概念、臆想出发，到头来写了脱

离实际的公式化、概念化的作品，写了一个‘真空’

的儿童世界”
[9]
。 

批判中心之三：“儿童文学编辑中应‘儿童本位’

一些”。这一点是批判风波中最为突出，也是最为直

接的。陈伯吹提出“如果能够‘儿童本位’一些，

可能发掘出来的作品会更多一些。如果审读儿童文

学作品不从‘儿童观点’出发，不在‘儿童情趣’

上体会，不怀着一颗‘童心’去欣赏鉴别，一定会

“有‘沧海遗珠’的遗憾”
 [10]

。这段话被认为是“童

心论”的“宣言”。首先需要清楚的一点是：陈伯吹

自始至终并没有提过“童心论”，而用的“童心”。

加个“论”字大概就是“刀笔之吏”。因为“论”和

“主义”一样往往是指某种观点超出合理的度之外，

就像“自由”和“自由主义”的区别。批判者所采

用的逻辑是这样的：“童心论”就是儿童本位论，儿

童本位论就是“儿童中心主义”，因此，“童心论”

就是资产阶级的“儿童中心主义”。“追究起老根来，

儿童文学中的‘儿童本位论’和‘童心论’，和杜威

的‘儿童中心主义’的资产阶级教育理论有着血肉

的联系；在中国，传播这种理论的老祖宗是胡适和

周作人……陈伯吹先生的儿童文学理论正是从思想

上继承了他们的衣钵……在批判陈伯吹先生的资产

阶级儿童文学理论的时候，必须挖掉这支老根”
[11]

。

由此出发，“童心论”中所提到的儿童情趣便成了“小

猫小狗的情趣”，是资产阶级的情趣；儿童文学的特

殊性便成了阶级道路的特殊性；题材的多样便成了

脱离社会主义道路的“题材多样”。可以说将“童心

论”等同于“儿童中心主义”既是这场批判的出发

点，也是归结点，也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童心论”

不再是文学视野中的讨论，而成为了文化和政治视

野中的批判。其实周作人在《阿丽思漫游奇境记》

中的确也提到“赤子之心”：“世上太多的大人虽然

都亲自做过小孩子，却早失了‘赤子之心’”。但此

处的“赤子之心”可能更多是指儿童的率真和纯真，

与陈伯吹所说的“童心”并不相同。 

二、“童心论”批判的时代背景与实质 

任何一个现象的出现都是偶然的必然结果。六

十年代出现的这场“童心论”批判自 1960 年 6 月开

始，不仅范围广，而且逐渐升级。《中国青年报》在

8 月 5 日刊发了作协上层权威性的文章《我们对当前

少年儿童文学的一点意见》（张天翼和严文井的联

名）。虽然对于陈伯吹来说，这场批判来的猛烈而突

然，但它的出现却并不是空穴来风。 

自 1956 年开始，儿童文学界先后出现的对“慧

眼”、“老鼠一家”的讨论，对“古人动物满天飞，

可怜寂寞工农兵”、“亲切论”、“趣味性”等批判。

如果说前面两者尚且还有学术争鸣的意味，那后来

两个批判则显然是公然的政治批判了。这些批判和

“童心论”的批评一样被简单的化为意识形态和阶

级性问题，逐渐脱离文学争鸣的轨道。比如“老鼠

的一家”的讨论从起初的两种意见的争鸣到最后的

一边倒的批判，讨论的结果是以丁景唐的《文艺作

品必须坚持以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儿童的原则》和贺

宜的《从<老鼠的一家>的争论谈童话创作中几个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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殊问题》两文结束。两文都认为儿童创作要以政治

热情为统帅，配合社会主义建设，将社会主义思想

政治教育凌驾于艺术之上。这种政治化的“左”的

文艺思想直接造成了 1960 年前后儿童文学作品的歉

收。茅盾在《六 O年少年儿童文学漫谈》中指出：“1960

年是少年儿童文学理论斗争最热烈的一年”，“也是

少年儿童文学创作歉收的一年”。茅盾还用“政治挂

了帅，艺术脱了班，故事公式化，人物概念化，文

字干巴巴”
 [12]

来形容当时儿童文学作品中的问题。

由此可见，对“童心论”的批判并非空穴来风，只

是在“童心论”的批判中加入了对胡适、周作人为

代表的“儿童中心主义”、儿童本位论的批判，从而

把“童心论”公然推到政治批判的风头上。 

陈伯吹在“童心论”文中进行的是艺术创作规

律的探寻，但批判中却是以阶级代替了个性、政治

观念图解代替了艺术情感发展。对创作者和读者来

说都是一种伤害（陈伯吹沉默了近二十年，当时的

读者读到的都是题材单一、思想单一、人物单一的

作品）。蒋风在《中国当代儿童文学史》中说到“作

为教育者出现的作家却不是活生生的个人，而是阶

级、群体的代言人；他传达的也不是作家自己对生

活的艺术感受、理解、或对生活的发现，而是群体

的意志、情感、甚至某种现成的理念、结论，这样

就出现双重的失落：读者主体意识的失落和作家主

体意识的失落。
[13]

”就陈伯吹本人来说，之后他不

仅更为谨慎，甚至是有些缄默了。这种“左”的思

想并未以“童心论”结束而结束，实际上这种批判

直到 1965 年《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之前一直

未真正停止过，直到 1966 年 5 月“文化大革命”开

始，政治批判代替文化批判全面展开。 

这种将意识形态置于艺术之上的批判其实就是

艺术作品中的思想性和艺术性的斗争。政治标准第

一在特定历史时期是可以的，但并不是普遍规律，

我们要求坚持政治标准和艺术标准相统一，思想标

准和艺术标准相统一。对“童心论”的批判显然是

将政治标准、思想标准凌驾于艺术标准之上。这种

倾向一方面是当时时代背景的产物；另一方面也显

示出创作者对儿童文学本质和特殊性认识的欠缺。

思想标准和艺术标准并不是截然对立的，相反，好

的艺术作品包括儿童文学作品都是两者的有机统一

和完美融合。在当时的社会文化现实中，艺术的思

想性和艺术性成了两张毫无关系的皮，甚至是势不

两立。就历史背景来说，“童心论”批判是强加了“论”

的帽子；从艺术发展的道路来看，这场批判是艺术

发展规律探索道路上的一次挫折；从方法论的角度

来看，对“童心论”的批判则是脱离了辩证、唯物

的方法来看待文学创作。因此，批判中看不到“重

大题材”和“小题材”的辩证关系；看不到儿童中

心主义、儿童本位论和童心论之间的辩证关系；看

不到英雄人物和小人物的辩证关系，也就看不到思

想性和艺术性之间的辩证关系。 

三、对儿童中心主义的批判 

与之前的批判相比，“童心论”的批判中多了“资

产阶级的人性论”的批判。批判者认为“童心论”

中所说的“儿童情趣”是资产阶级情趣，“儿童本位”

就是资产阶级的儿童中心主义了。批评者的逻辑是

这样的：“童心论“就是周作人的“儿童本位”，而

“儿童本位”就是杜威的“儿童中心主义”。由此出

发，所谓的儿童文学特殊性、儿童文学的创作题材

等都是建立在此基础之上的资产阶级的“儿童中心

主义”。因此正确理解儿童中心主义、儿童本位论和

“童心论”之间的关系是破解“童心论”批判原因

的重要因素。 

冯乐堂认为“‘儿童本位论’是‘儿童中心主义’

的中国化了的理论表达和用语”
[14]

；蒋风则认为“以

胡适、周作人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学者，以杜威的‘儿

童中心主义’为基础，创造了儿童本位论的儿童文

学理论”
[15]

。由此可见，儿童本位论与儿童中心主

义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它由儿童中心主义脱

胎而来，却在中国化的过程中进行了扬弃。杜威的

儿童中心主义对五四时期的中国社会和文化发展影

响深远。“儿童变成了太阳”成了教育的中心，它促

使了“儿童”的发现。儿童本位与儿童中心主义之

间并不是简单的继承或相等，儿童本位更多的是对

儿童中心主义的继承和改变，儿童中心主义只是中

国文化中发现儿童的诱发因素。儿童本位思想在中

国化过程中吸收了尊重儿童、尊重儿童特点和个性

的核心因素，并由此促使了中国现代儿童文学的开

端。由此可见儿童本位思想更多的是基于中国本土

化现实和文化的一种理论和思想，之后它成为儿童

中心主义的变身，以方法论的形式出现和运用在教

育学和儿童文学之中。当时，张圣瑜、葛承训、郑

振铎、严既澄、周邦道、冯国华、魏寿镛、周侯予、

朱鼎元、郭沫若等都在相关的儿童文学理论著作中

提到“儿童本位”，甚至连鲁迅也提出变“长者本位”

为 “幼者本位”。在由儿童中心主义到儿童本位论

的转变中，周作人既非第一个提出“儿童本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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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不是第一个将儿童本位思想引入儿童文学领域中

的，但周作人却成了儿童本位论的集大成者。 

四、对儿童本位论的批判 

周作人之所以成为儿童本位论的“代言人”，其

原因是很复杂的，但其中可能最重要的原因在于，

在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发轫的五四时期，周作人是最

为重要的一个儿童文学理论家。伴随着周作人 1920

年 10 月 26 日在孔德学校做《儿童的文学》的演讲，

儿童本位论不仅成为其儿童文学理论的支撑点，也

推动了中国现代儿童文学观的形成，周作人由此被

称为中国现代儿童文学的鼻祖，成为儿童本位的“代

言人”。由此可见批判陈伯吹的“童心论”实际上也

有肃清理论源头，清理历史旧账的意味。 

儿童本位论在中国儿童文学发展史的地位无疑

是重要而且是必不可少的，它对于冲破封建社会的

藩篱，发现儿童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和影响。但由

于它是建立在资本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基础上，随着

中国社会的发展和中国儿童文学的发展，它的弊端

也逐渐显示出来。“儿童本位论”的突出错误，在于

它割断儿童生活和整个社会生活的联系，把儿童生

活臆想成一个与外界无涉的封闭体。
[16]

”因此，对

儿童中心主义和儿童本位论的辩证分析是有必要

的。但问题的关键是“童心论”是否完全是“儿童

本位论”？在陈伯吹的文章中的确有这样的字眼“儿

童本位”、“儿童观点”、“儿童情趣”、“童心”等。

但陈伯吹是从编辑的角度出发来剖析当时的“成人

的儿童文学作品”，此中的“儿童本位”并不完全等

同于五四时期的儿童本位，它更多的是指创作中应

考虑到读者（儿童）的接受，应以儿童的审美情趣

和接受方式为创作和编辑的出发点。“儿童相信猫狗

说话的时候，我们便同他们讲猫狗说话的故事；……

等到儿童要知道猫狗是什么东西的时候，我们再可

以将生物学的知识供给他们
[17]

”。“童心论”是对儿

童本位的发展和现实化的运用。“童心论”不仅强调

儿童是教育的中心，是儿童文学的中心，而且强调

了儿童的审美和接受是有别于成人的，那种“成人

的儿童文学”还是那种将儿童看成是“缩小了的成

人”“成人的预备”。由此可见，“童心论”中仅仅是

强调了儿童文学的审美和接受的特殊性，而并没有

将儿童文学封闭在自我之中；它仅仅是从艺术创作

和编辑的角度阐释，并没有忽视艺术与社会的关系。

陈伯吹提出“童心”正是针砭时弊，是对当时社会

和文艺界阶级性一统天下的纠正。 

当然在儿童本位和童心论关系的问题上，吴其

南说：“儿童本位与童心论是无法完全脱离关系的”。

在中国儿童文学的发展进程中，儿童本位是处于发

轫期，是对当时社会的有力控诉和反叛，有着积极

的作用。其影响范围不仅是当时代，更是持续和深

远的。“童心论”受儿童本位思想的影响并不足为奇，

想用“童心论”与儿童本位划分界限来为童心正名

并不正确，也是违背事实的。但问题的关键在于，“童

心论”吸收的是儿童本位思想中的合理部分，而抛

弃了其唯心的、资产阶级的思想，是在更大程度上

对儿童文学本质和特征的探索。同时因为“童心论”

的提出是针对当时文艺界出现的政治题材和政治思

想一统天下的现状而具有进步意义和现实意义。“实

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童心论”也正是在经历了

历史发展之后才显示出其意义和价值。陈伯吹在

1979 年写的《论“童心论”》中显然将此看的很为透

彻，他在力图解释“童心”是作为方法论的同时也

指出“童心论”与儿童中心主义、儿童本位思想的

关系。“‘童心论’即使是资产阶级的思想产物，但

是如果它还有合理的成分，可取的内核，把它放在

积极的前提下，正确的方向性和目的性上，起到更

有助、有利于进行共产主义思想教育的作用，那又

有什么不好呢？
[18]

”可见，陈伯吹不仅客观公正的

看待“童心论”与儿童中心主义、儿童本位思想的

关系，也采用辩证的方法对资产阶级的思想产物进

行一分为二的分析。 

价值和意义总是在特定时期和文化背景中体现

出来的。我们现在肯定儿童中心主义或者儿童本位

论是因为，它们的提出是当时社会和文化所需要的，

是对传统教育藩篱的突破。在时代背景的关照下，

它们中的某些部分就被放大，某些部分则被遮蔽。

时过境迁，我们回头审视的时候就会更公正、更客

观的评价和对待，“童心论”也同样如此。从陈伯吹

的“童心论”的文章来看，作者的出发点是从现实

出发，是对当时文艺界在阶级斗争指导下的题材单

一、作品人物单一、写作方法单一的纠正，不仅是

针砭时弊的，而且也涉及到了几个儿童文学的几个

核心问题：儿童文学本质、儿童文学的审美、儿童

文学的接受等，这在当时都是难能可贵的。但在阶

级批判的阴霾下，这些有价值的探索不仅没有得到

更深入的探讨，反而被无情的遮蔽。直到 1979 年，

陈伯吹发表了《“童心”与“童心论”》的论文；《儿

童文学研究》辟专栏，请名家讨论“童心论”，才更

多的对“童心论”的价值和意义上给予了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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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Childishness Theory" criticism 
WANG Ya-qin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Anhui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College, Hefei 230031, China) 

Abstract："Childishness Theory" criticism was a large-scale criticism of children's literature in 1960s. It has made 
the phenomenon of the non-academic political criticism reach the top in children's literature theory since 1950s. In 
the criticism focuses on the specificity, theme and view of literature in children's literature and "Childishness 
Theory" is called bourgeois “Children's Orientation”. The criticism is an abnormal cultural criticism which 
exaggerate Chen Bochui’s Articles. According to this critique, it is found that the reasons mainly lie in historical 
background, incorrect view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rt creation thought standard and art standard .It is the 
purge and criticism on the child centrism and children oriented theory and thought based on the study of literary 
theory.It is a good way to explore the development rules of children's Literature through understanding the criticism 
correctly and finding the essence and value of "Childishness Theory" 
Key words："childishness theory"；children's orientation；children's interest；Chen Bochu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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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vestigation analysis and development countermeasures for promoting 
college’s history culture in Hebei province 

JIANG Shu-ping, CAO Xiu-fen, LV Hong-yu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of Hebei, Baoding 071001, China) 

Abstract: An investigation about situational promotion of college’s history culture in Hebei Province is made so as 
to promote the construction of college’s history culture. An analysis was given through the attachment of 
importance, recognition, students’ need and means of its promotion. The article gives some suggestions and 
countermeasures to construct and promote college’s history culture so as to strengthen the cultural soft power of 
colleges. 
Key words: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campus culture ;culture of school history 
 


